
 

 

数字技术创新如何驱动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来自上市公司专利数据的证据

罗    佳1，张蛟蛟1，李    科2

（1. 上海海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上海 201306；2. 上海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我国数字经济产业的迅猛发展有目共睹。文章基于 2008−2019 年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

数据，利用企业专利数据识别数字技术创新情况，研究了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拥有数字技术专利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高于没有数字技术专利的企业，

而且数字技术创新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这表明数字技术创新能够促

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行业数字化程度越高，数字技术创新越能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国

有制造业企业与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对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机制分析发现，短期内数字技术创新会导致企业运营成本上升，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技术

创新还能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缓解劳动要素投入扭

曲则是数字技术创新通过缓解企业资源错配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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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数字经济时代已经到来。习近平主席曾多次提出，发展数字经济，要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

数字化，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①2020 年 11 月，数字经济发展更是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要“系统布局新

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加快数字化发展”，“推

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中国数字经济发展

白皮书（2021）》②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在 2020 年达 39.2 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38.6%。数

字经济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核心增长极之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将成为推动我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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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6 年 G20 峰会通过的《G20 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数字经济是以使用数字化

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

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其中，人工智能、5G 移动通信

技术、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关

键技术。而合理利用这些数字技术是实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

关键步骤。那么，数字技术创新能否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体的作用机制又是什

么？深入探究这些问题有利于准确评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政策的实施成效，推动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

目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沈运红和黄桁，2020；焦帅涛和孙秋碧，2021）、数字化转型（刘飞，

2020；赵宸宇等，2021）以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郭金花等，2021）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积极效应已

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肯定。而这些积极效应都取决于数字技术的发展水平，这从侧面说明数字技

术创新能促进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提升。但关于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具体影响，

相关研究文献却较少。部分研究关注了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但主要集中在

行业层面（刘平峰和张旺，2021）和省份层面（李捷等，2017；昌忠泽和孟倩，2018），且大多采用综

合指标、关键词频等间接指标来衡量数字技术。

数字技术创新的衡量方法是现有研究最主要的局限性问题。比如，对于企业数字化程度的

度量，学者主要采用与企业信息相关的要素规模，如企业电信支出、IT 投资、信息技术人员占比

等（李坤望等，2015；王永进等，2017），或是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应用程度（杨德明和刘泳文，

2018）。较新的衡量方法则应用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分析法，以上市企业年报中数字化相关词汇

的词频来构建数字化程度指标（陈庆江等，2021；李大伟等，2021；袁淳等，2021；赵宸宇等，2021）。

而这些度量方法只能间接反映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关注程度或推广应用程度，并不能直接衡量数

字技术创新水平或数字技术创新直接占用的企业资源等。因此，基于间接指标研究数字技术创

新的影响效应，缺乏对企业生产率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

本文使用 2008−2019 年中国制造业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专利数据及财务数据，揭示了数字技

术创新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技术创新能够促进制

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企业所处行业的数字化程度、所在区域以及所有制情况都会对

数字技术创新效应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第二，数字技术创新在短期内会导致企业运营成本上

升，从而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三，促进创新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也是数字技术创新促

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两个渠道。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与目前大多数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不同，本文利用数字

技术专利数据来衡量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为实证分析提供了更加稳健的研究基础，也使本文的

实证结果更具创新价值；第二，本文首次探究了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理论分析

工业经济时代，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制造业是推进快速工业化、实现国家经济快速增长

的主要动力（沈坤荣和史梦昱，2021）。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驱动传统制造业实现产业结构

升级和经济体系现代化发展。

数字技术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具有根本性地位。数字技术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与新兴技术

融合，突破有形生产要素的资源边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李大伟等，2021）。而数据作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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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要素已经渗透到企业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的各个环节中，企业对数据的精准获取与分析

能力成为其做出正确决策并抢占先机的关键（吕铁和李载驰，2021）。数字技术提升了计算能力，

发展了数据挖掘、分析与储存能力，使得数据的加速流动与海量信息的分析成为可能。这有助于

企业缓解信息不对称，优化内部流程，从而提高生产率（黄鹏和陈靓，2021；李大伟等，2021）。此

外，协同效应能够加快数字化进程，企业绩效的提升势必向产业层面溢出，最终推动产业升级（李

大伟等，2021）。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数字技术创新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数字技术创新可能通过一些渠道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Acemoglu 和 Restrepo

（2018，2019）提出，在既定的资源约束下，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是外生的，基于对人力要素的替代

效应，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企业升级。此外，制造业企业的要素驱动和创新驱

动（如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以及减少外部金融摩擦等）都能促

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李小克和李小平，2022；林东杰等，2022）。因此，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论

述数字技术创新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

第一，运营成本。成熟的数字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将为企业提供更多的灵活性和更高的效率，

也会为数据产生与资源消耗提供更高的透明度（Cagno 等，2021），从而实现企业成本节约。成熟

的数字技术还将颠覆传统制造业的组织与商业模式，促使企业改革原有业务流程与组织经营架

构，有效减少企业内外部运营成本，甚至打破行业壁垒，降低企业跨界经营成本（李大伟等，2021），

帮助企业在市场上获得成本优势。此外，互联网等数字通信技术逐渐成为企业经营销售的主要

渠道（黄鹏和陈靓，2021），线上平台取代线下交易市场，颠覆了传统商品交换方式，也为商品交换

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极大提高了商品交换效率（Brynjolfsson 和 Hitt，2000）。数字技术创新将重塑

企业传统生产运营、产品交易和货物运输等，促进生产效率提升。

然而，数字技术创新在短期内存在成本优势的抵消效应。例如，企业的组织结构与生产流程

优化是应用成熟数字技术的长期成效；而在短期，数字技术会导致设备以及其他生产要素被替

代，反而提高企业运营成本。以企业薪酬支出为例，数字技术会对劳动要素产生替代效应，通过

减少原有劳动力的薪酬支出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但对更高级劳动力的需求以及生产流程变

化、生产设备更新换代等会大大抵消上述成本降低，导致短期的运营成本上升（Acemoglu 和

Restrepo，2018），从而阻碍企业生产效率上升。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数字技术创新的长期成本节

约效应，而其短期成本恶化效应则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内容。

第二，创新效率。基于渗透性、替代性和协同性特征，数字技术创新能够提高企业创新效率，

从而提升生产率。在产业数字化转型目标的驱动下，数字技术的市场需求增多。数字技术所带

来的经济增长前景使企业更愿意增加数字技术的创新投入和应用程度；同时，数字技术发展会

进一步消除企业间的信息壁垒，加强企业间的联合研发，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并形成规模经济，从

而拓展市场对数字技术创新的需求（武可栋和阎世平，2021；吕铁和李载驰，2021）。除了产品技

术创新外，数字技术还可以重塑企业的创新体系与模式，扩大数据要素在企业内部的流动，加强

创新知识的传播，从而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并实现内部研发与供应链管理的协同发展，促使传统

单打独斗创新向产业协同创新转变（赵宸宇等，2021），推动生产率提升。同时，增加数字技术研

发支出不仅能提高数字技术方面的创新效率，还能提高整体的技术研发创新效率。由于数字技

术的替代性特征，企业逐渐加快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创新能够优化其他非数字技术的研发程

序，提高企业整体的研发规模和创新能力，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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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资源配置效率。数字技术创新还能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提

升。数字技术具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朱勤等，2019），能够结合传统生产要素重构生产要素体

系，实现与传统生产要素的相互赋能，并不断迭代更新与优化重组，从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刘平

峰和张旺，2021）。一方面，数字技术加速传统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为资本、劳动、技术等传统

生产要素提供更多的配置途径，缓解要素之间的供需矛盾，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从而促进企业生

产效率提升（刘传明和马青山，2020）。例如，数字技术、智能设备等能够降低资源利用门槛，整合

生产资料，打破企业界限，从而有效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赵宸宇等，2021）。此外，Acemoglu 和

Restrepo（2018）证实了数字技术的使用能够减少企业员工的时空壁垒，增加在职员工与潜在员工

的就业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劳动要素配置效率。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

术的运用，价格和供求关系对企业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逐渐减弱。决定市场供求的消费者偏好

被数字平台挖掘与分类，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进行分析与匹配（何大安和任晓，

2018），能够帮助企业更加准确、有效地配置资源。因此，数字技术创新能够矫正资源错配，提高

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杨汝岱，2015），最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 说 2a： 数 字 技 术 创 新 在 短 期 内 可 能 导 致 企 业 运 营 成 本 上 升 ， 从 而 阻 碍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提升。

假说 2b：数字技术创新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假说 2c：数字技术创新能够通过改善企业资源配置，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OP 法（Olley 和 Pakes，1996）和 LP 法（Levinsohn 和 Petrin，2003）是估计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的经典方法。本文使用 LP 法来估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OP 法需要使用投资作为代

理变量，且代理变量（投资）与总产出之间始终保持单调的关系，这意味着样本中投资额为零的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无法被估计（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另一方面，OP 法必须考虑企业进入、退出

情况来构建退出变量，而本文使用的是非平衡面板数据，因此使用 OP 法可能会产生一定偏误。

LP 法需要中间投入作为代理变量，中间投入数据对制造业企业来说更容易获得。因此，本文借

鉴 Levinsohn 和 Petrin（2003）以及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的研究，使用 LP 法来估计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此外，本文使用 Olley 和 Pakes（1996）的 OP 法以及 Wooldridge（2009）的 GMM 法所得到的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稳健性检验。①

2. 解释变量：数字技术创新

本文以数字技术专利来衡量数字技术创新。专利能直接反映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特别是

本文使用获得授权的专利，可直接投入下一阶段应用。因此，获得批准的数字技术专利能够最直

接代表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德温特创新平台（  Derwent Innovation）是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公司开发的专利检索和分析工具，包含全球 156 个国家或地区的高质量专利信息。本

文利用该平台搜索数字技术关键词，与企业每年所申请专利的国际专利 IPC 分类号相匹配，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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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指数进行平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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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专利是否属于对应数字技术领域的专利，从而判断企业是否进行数字技术创新。为了加快推

进产业升级转型，我国正处于积极布局新型基础设施的阶段，所以“新基建”所依赖的核心数字

技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文选取的数字技术关键词是新型基础设施所包含的五大核心

技术，即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云计算、物联网和区块链（伍先福等，2020）。本文最终

得到每年企业数字技术专利新增申请量和企业是否拥有数字技术专利虚拟变量，①前者取对数

衡量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规模，后者衡量企业是否进行数字技术创新。与通过文本分析来挖掘

年报词频等方法相比，以专利所属的技术领域来判断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更加直接有效。

3. 机制变量

第一，资源配置效率。参考 Hsieh 和 Klenow（2009）以及张天华等（2019）的设定，假设企业仅

使用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通过计算两种要素投入的扭曲程度，估算最优产出规

模与实际产出规模的偏离程度，以此来衡量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根据张天华等（2019）的研究，企

业的资本与劳动要素投入扭曲分别表示为：

τKsi = αs

σ−1
σ

PsiYsi

RsiKsi

−1 （1）

τLsi = βs

σ−1
σ

PsiYsi

ωsiLsi

−1 （2）

αs βs Ksi Lsi

σ Rsi ωsi

YEsi Ysi

其中， 和 分别表示行业的资本与劳动产出弹性， 和 分别表示企业的资本与劳动要素投

入， 表示产出替代弹性， 表示资本的使用价格， 表示劳动的使用价格。企业的最优产出规模

与实际产出规模 的关系为：

YEsi = Ysi(1+τKsi)
σαs (1+τLsi)

σβs （3）

利用要素投入扭曲所引起的实际产出规模与最优产出规模的偏离程度，可以得到企业的资

源错配程度。

Misallocationsi =
YEsi

Ysi

−1 （4）

Misallocationsi的数值越大，企业要素投入扭曲越严重，资源配置效率越低。

σ = 3

Ksi ωsi = 1

Lsi Ysi

现有研究中产出替代弹性的取值不一，本文参考 Hsieh 和 Klenow（2009）以及张天华等（2019）

的设定，选取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值，令 。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法来测算行业的要素产出弹性。

对于企业资本投入 ，本文使用固定资产净额进行衡量。令劳动要素价格 ，使用企业支付

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来衡量企业劳动投入 。对于实际产出规模 ，本文使用企业营

业总收入进行衡量。

PsiYsi

Rsi

对于资本与劳动要素扭曲的测算，本文使用企业增加值来衡量 ，参考韦庄禹（2022）的做

法测算企业增加值。 使用折旧率与利率之和，利率为企业利息支出与负债合计的比值，折旧率

为当年折旧与上一年固定资产原值的比值。本文样本中利率测算值 80% 小于 0.02。根据《中国

统计年鉴》，1991 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基本在 0.05 以上，且定期存款基准利

率最小在 0.02 左右。为了尽可能减少利率测算结果过低而与现实不符的情况，且鉴于不同所有

制企业的利率存在一定差异，本文借鉴施炳展和冼国明（2012）的思路，若所测算利率高于 0.05，

则视为企业的真实利率；若低于 0.05 或存在数据缺失，则以相同所有制的企业平均利率作为企

业的利率。在测算过程中，本文以 2008 年为基期，对营业总收入、各类费用、支付给员工的现金

罗    佳、张蛟蛟、李    科：数字技术创新如何驱动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① 本文使用的专利均在当年申请且在之后年份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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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数据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固定资产净额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至此，本文可以分别测算出资本与劳动要素投入扭曲程度，进而估算出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第二，运营成本。本文使用成本费用利润率来衡量企业运营成本，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

额/（营业成本+期间费用）×100%。成本费用利润率越高，企业运营成本越低。

第三，创新效率。根据虞义华等（2018）的方法，本文利用研发投入的专利转化情况来构建企

业创新效率指标。

4.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企业规模、盈利能力、企业年龄、资本结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产权性质以及行

业市场集中度等变量，以期尽可能控制企业层面的因素（米晋宏等，2020；薛成等，2020；郭金花

等，2021；赵海峰等，2022）。本文变量定义见表表 1。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lntfp_lp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利用LP法估算

lntfp_op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利用OP法估算

lntfp_gmm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利用GMM法估算

核心解释变量
digit_dummy 是否进行数字技术创新 企业是否拥有云计算、5G、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五种数字技术专利

lndigit 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规模 ln（企业五种数字技术专利新增申请量+1）

机制变量

cost 企业运营成本 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营业成本+期间费用）×100%

innovation 企业创新效率 根据企业研发投入的专利转化情况构建指标

lnmis 资源配置效率 企业整体要素投入扭曲的自然对数

tauK 资本要素扭曲 企业资本要素投入扭曲的自然对数

tauL 劳动要素扭曲 企业劳动要素投入扭曲的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scale 企业规模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ROA 盈利能力 总资产收益率=利润/总资产

age 企业年龄 ln（观测年份−注册年份+1）

structure 企业资本结构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资产总计

firstshock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HHI 行业市场集中度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state 产权性质 是否国有企业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选择

为了研究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借鉴谢谦等（2021）的研究，

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ln t f pit = γ0+γ1Digitit +
∑
βiXit +λi+πi+ϑt +εit （5）

ln t f pit Digitit

Xit εit

λi πi ϑt

Digitit γ1 γ1

其中， 表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自然对数； 表示数字技术创新，分别采用企业数字技

术创新规模（lndigit）和数字技术创新虚拟变量（digit_dummy）； 为控制变量， 为随机扰动项。同

时，模型还控制了区域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和年份固定效应（ ）。本文在估计时对标

准误进行企业层面聚类处理。根据研究假说 1，本文重点关注 的系数 。若 显著大于 0，则

说明数字技术创新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本文使用 2008−2019 年沪深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专利数据及财务数据，研究数字技术创新

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企业财务数据与专利数据主要来自 CSMAR 数据

库、Wind 数据库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价格指数类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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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以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本

文筛选出制造业行业的企业数据。此外，为了避免统计偏差所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剔除了员工

数小于 8 以及 ST、*ST、S*ST 和 SST 企业样本，对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技术专利申请量、企业年龄、

企业要素扭曲程度、总资产等变量取自然对数，并对盈利能力（ROA）、资本结构（structure）等连续

变量进行了上下 1% 的 winsorize 缩尾处理。本文还剔除了西藏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数据。本文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lntfp_lp 18 143 14.723 0.998 10.988 18.413

lntfp_op 18 143 12.205 0.887 8.730 15.872

lntfp_gmm 18 143 14.673 0.995 10.944 18.356

解释变量
digit_dummy 18 143 0.705 0.456 0 1

lndigit 18 143 1.675 1.545 0 9.356

机制变量

cost 18 141 0.111 0.276 −5.583 3.818

innovation 5 311 1.402 4.199 0.017 137.900

lnmis 16 767 20.663 10.429 −2.531 48.505

tauK 16 862 39.124 2.853 24.406 51.511

tauL 16 370 −0.348 1.038 −11.308 3.844

控制变量

scale 18 143 21.851 1.163 17.779 27.468

ROA 18 143 0.040 0.064 −0.263 0.482

age 18 143 2.746 0.389 0.693 4.234

structure 18 143 0.397 0.201 0.007 0.905

HHI 17 838 0.220 0.267 0.013 1

firstshock 18 143 34.481 14.251 3 89.990

state 18 143 0.304 0.460 0 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 3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和列（2）以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规模（lndigit）作为解释变

量，列（3）和列（4）以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虚拟变量（digit_dummy）作为解释变量。从中可以看到，数

字技术创新变量的估计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技术创新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就经济学意义而言，在控制行业、年份与地区固定效应以及其他企业特征的

情况下，列（4）结果显示，开展数字技术创新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比没有开展数字技术创新的企

业要高 0.06%；列（2）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创新规模每增加 1%，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0.047%。无

论在统计意义上还是经济学意义上，数字技术创新都能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

升，这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 1。

（二）内生性讨论

为了缓解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基准回归中控制了一系列变量，但仍可能

面临内生性挑战。生产率高的企业往往具有更大的规模、更多的产出，为了巩固市场地位，其更

有动机和能力进行数字技术创新。这一逆向因果关系使基准回归结果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为

了进一步缓解这一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黄群慧等（2019）以及袁淳等（2021）的思路，使用 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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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级市每百万人邮电业务总量和每百万人电话机数作为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工具变量。

但考虑到使用的是面板数据，本文将两者分别与滞后一期的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的自然对数

相乘，得到 IV_inte 和 IV_phon，以此作为数字技术创新的工具变量。一方面，1984 年邮电业务总

量和电话机数反映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各地的通信基础设施情况，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则反映

各时期各城市的信息化发展水平，这些都能为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提供外部支撑，因而满足相关

性要求。另一方面，1984 年邮电数据是历史数据，且邮电和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主要反映当地

的通信基础设施和信息化水平，并不直接作用于企业生产率，因而满足外生性要求。

表 4 中列（1）和列（2）报告了第二阶段工具变量回归结果。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和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分别拒绝了工具变量不可识别和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验证了本文

所选工具变量的可靠性。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lndigit 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基准回归结果

具有一定稳健性。

（三）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由 OP 法和 GMM 法所估计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回归结果见表 4
中列（3）和列（4），数字技术创新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同样说明数字技术创新能够显

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替换被解释变量之后，研究假说 1 依然成立。 

表 3    基准回归

（1） （2） （3） （4）

lntfp_lp lntfp_lp lntfp_lp lntfp_lp

lndigit 0.305*** 0.047***

（24.29） （6.78）

digit_dummy 0.469*** 0.060***

（15.80） （3.73）

scale 0.597*** 0.619***

（53.07） （58.23）

ROA_new 3.257*** 3.301***

（25.20） （25.18）

age 0.094*** 0.094***

（3.66） （3.62）

structure 0.757*** 0.751***

（12.78） （12.62）

firstshock 0.002*** 0.002***

（3.62） （3.50）

HHI 0.010 0.006

（0.79） （0.44）

state 0.073*** 0.081***

（3.07） （3.35）

Constant 14.212*** 0.816*** 14.399*** 0.368

（581.75） （3.38） （442.41） （1.59）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8 143 17 837 18 143 17 837
R2 0.303 0.751 0.170 0.749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t值，在企业层面对标准误做了聚类处理。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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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工具变量回归与替换被解释变量

（1） （2） （3） （4）

IV_inte IV_phon lntfp_op lntfp_gmm

lndigit 0.177** 0.289*** 0.045*** 0.047***

（2.18） （3.78） （5.93） （6.7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Kleibergen-Paap rk LM值 27.031*** 40.479***

Cragg-Donald Wald F值 151.969 226.876

样本量 13 077 13 077 17 837 17 837

R2 0.697 0.632 0.639 0.750
 
 

2. 控制企业固定效应

鉴于本文样本所跨时期较长，企业层面的数字技术创新变量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仅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可能导致基准回归结果存在一定偏差。为了缓解这一问题，本文进一步控制企业

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见表 5 中列（1）。数字技术创新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
  

表 5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控制企业固定效应 采用滞后解释变量 剔除外生冲击 多期双重差分

lndigit 0.007** 0.049***

（2.23） （6.81）

L.lndigit 0.049***

（6.62）

treat×post 0.177***

（4.78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样本量 17 672 15 006 15 203 4 560

R2 0.920 0.754 0.755 0.751
 
 

3. 采用滞后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技术创新需要一定的年限，且新技术的使用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

性。因此，本文采用数字技术创新变量的滞后一期重新进行了估计，结果见表 5 中列（2）。滞后一

期的数字技术创新变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仍显著为正，基准回归结果再次得到验证。

4. 剔除外生冲击

严峻的经济形势会增加研发创新成本，阻碍企业发展。2008 年金融危机引起全球金融市场

动荡、实体经济下滑，多家国际知名企业宣布破产，国内经济也深受影响。本文样本期内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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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数据可能存在极端值而造成估计结果有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剔除 2008−2010 年

数据重新进行了估计，结果见表 5 中列（3）。在剔除外生冲击之后，数字技术创新变量的估计系

数仍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5. 多期双重差分

数字技术创新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规模不同，且本文 40% 的样本观测

值的数字技术专利申请量为 0，因而可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作为一次冲击，构造多期双重差分模

型以加强因果识别。本文借鉴肖土盛等（2022）的方法来构造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具体过程如下：

首先，按年份对企业数字技术专利申请量进行排序，若企业数字技术专利申请量在某个年份进

入前 10%，则归为处理组（treat=1）。然后，为了保证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未受到冲击前具有相同的

发展趋势，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筛选对照组。根据研发支出、专利总数、总资产、资

产负债率、产权性质、研发强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企业年龄、总资产收益率、行业集中度以

及成本费用利润率等变量，使用 1∶2 近邻匹配，将与处理组具有共同支撑域的样本视为对照组

（treat=0）。最后，将企业数字技术专利申请量首次进入前 10% 视为一次冲击，当年及之后年份

post 的取值为 1，否则为 0。具体模型如下：

ln t f pit = β0+β1treatit × postit +β2treatit +β3 postit +
∑
βiXit +λi+πi+ϑt +εit （6）

回归结果见表 5 中列（4），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五、异质性分析

上市公司所处行业数字化程度、所在区域以及所有制不同，可能导致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所处行业数字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享受行业内知识溢出，

提高自身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此外，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创新方面存在差异，天然的政治关

联和资源禀赋使国有企业能够开展更多的研发创新活动（李春涛和宋敏，2010；陈熠辉等，2022）。

本文认为，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存在差异。

就区域而言，在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制造业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创新更容易弥补本地专用知识

劣势（刘政等，2020），破除要素流通市场限制，从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为了检验上述推测，本文

利用调节效应模型，从行业数字化程度、企业所有制以及区域特征三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

（一）行业数字化程度

为了探究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在数字化程度不同的行业中的差异，本文按照 2021 年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将样本中的行业划分为数字产业

化行业（dig_industry=1）与产业数字化行业（dig_industry=0），①前者因其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

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而被规定为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这也意味着数字产业化行业的数字化程度高于产业数字化行业。本文考察了数

字技术创新效应在这两类行业中的差异，估计结果见表 6 中列（1）。②dig_industry 与 lndigit 的交

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行业数字化程度越高，数字技术创新越能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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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结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样本中的数字产业化行业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产业数字化行

业包括通用设备制造业（C34），专用设备制造业（C35），汽车制造业（C36），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C37），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C38），以及仪器仪表制造业（C40）。

② dig_industry 的估计结果已被行业固定效应所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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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异质性分析

（1） （2） （3） （4）

行业数字化程度 企业所有制 地区市场化程度 地理位置

lndigit 0.037*** 0.038*** 0.058*** 0.077***

（7.29） （5.15） （7.79） （4.54）

dig_industry×lndigit 0.028***

（3.48）

state 0.026

（0.77）

state×lndigit 0.026**

（2.07）

high_market 0.105***

（6.07）

high_market×lndigit −0.017**

（−2.25）

ea_cen_west 0.200***

（5.50）

ea_cen_west×lndigit −0.032*

（−1.8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样本量 8 360 17 837 17 664 17 837

R2 0.781 0.752 0.754 0.750
 
 

（二）企业所有制

除了行业数字化程度外，企业所有制也是影响数字技术创新促进效应的重要因素。与民营

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资源禀赋优势与政治优势使其拥有更多的资源与政策支持，从而更可能

开展数字技术创新。这意味着数字技术创新可能更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表 6

中列（2）报告了基于企业所有制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国有企业虚拟变量（state）与数字技术创新变

量（lndigit）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数字技术创新更能促进制造业国有企业生产率提升。

（三）区域特征

企业所在区域不同会影响数字技术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本文分别从市场化

水平和地理位置两个维度，考察不同地区制造业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效应的差异。第一，市场化水

平。本文利用王小鲁等（2019）公布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根据每年各省份市场化指

数的中位数，将样本企业所在省份划分为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high_market=1）和市场化水平较

低地区（high_market=0）。回归结果见表 6 中列（3），high_market×lndigit 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

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更有利于企业破除当地要素流通市场限制，实现生产

效率提升。第二，地理位置。西部地区比较偏远，经济相对落后，数字技术创新对西部地区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可能更加明显。本文定义地区虚拟变量 ea_cen_west。若企业注册地在

中部或东部地区，则 ea_cen_west 为 1；若企业注册地在西部地区，则 ea_cen_west 为 0。表 6 中列

（4）列示了中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数字技术创新促进效应的差异。ea_cen_west×lndigit 的系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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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为负，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对中东部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明显小于西部地区企

业。因此，市场化水平较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企业应积极开展数字技术创新，尽快实现数字

化转型。

六、作用机制分析

上文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创新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那么，数字技术创新

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机制是什么？上文从理论上阐述了数字技术创新如何通过影响运

营成本、创新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下文将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由于中介效应模型具有严重的内生性，本文将通过重点考察核心解释变量对机制变量的影响

（江艇，2022），探究数字技术创新如何通过上述三个渠道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一）运营成本

数字技术创新在短期内会引致企业对更高级劳动力的需求，加之生产流程变化、生产设备

更新换代等，短期运营成本会急剧上升，从而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表 7 中列（1）报告了企业

运营成本对数字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lndigit 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数字技术创

新在短期内会导致企业运营成本显著上升，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本文的研究假说 2a 得到验证。
  

表 7    作用机制分析

（1） （2） （3） （4） （5）

cost innovation lnmis tauK tauL

lndigit −0.009*** 0.940*** −0.093*** 0.006 −0.107***

（−4.50） （6.09） （−6.26） （0.38） （−11.5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7 835 5 248 16 497 16 587 16 097

R2 0.556 0.284 0.982 0.831 0.450
 
 

（二）创新效率

数字技术创新能够提高企业创新效率，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表 7 中列（2）结果显

示，lndigit 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技术创新能够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效率而促

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本文的研究假说 2b 得到验证。

（三）资源配置效率

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兴起将重构传统生产要素体系，改善企业要素配置，而资源配置效率的

提升必然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表 7 中列（3）报告了数字技术创新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的实证结果，lndigit 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数字技术创新能够显著提高制造业企

业的资源配置效率。Acemoglu 和 Restrepo（2018）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过度使用会导致劳动和资

本要素的配置不当。本文猜测数字技术创新对不同要素扭曲的缓解作用可能存在差异。因此，

本文进一步从资本和劳动两个方面来分解企业资源错配程度，重新估计了表 7 中列（3）的模型。

列（4）和列（5）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创新主要通过缓解劳动要素错配而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但

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资本要素扭曲而导致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正是因

为缓解不同要素扭曲的作用存在差异，数字技术创新缓解整体资源错配的作用有所下降，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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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依然显著。上述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能够通过改善资源配置，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但对不同要素配置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的研究假说 2c 得到验证。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德温特创新平台对具体数字技术专利 IPC 分类号进行收集与匹配，获得制造业企

业的数字技术创新情况，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

经过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行业数字化程度、企业

所有制与所在区域特征的不同会造成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行业

数字化程度越高，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越明显；与非国有企业相比，数字技术创新对国有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大；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数字技术创新对中东部地区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小于西部地区企业。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在短期内会导致企业

运营成本上升，从而阻碍企业生产率提升；而数字技术创新能够通过提高创新效率和改善资源

配置，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本文还发现，缓解劳动要素投入扭曲是数字技术创新通过提

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发挥积极作用的主要渠道。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对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促进制造业企业尽快实现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创新具

有积极的正向溢出效应，基于数字技术的渗透性、替代性和协同性特征，以及在运营成本、创新

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上的作用机制，发展数字技术能够加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企业要重视

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政府部门也要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创新，尽快实现企业

和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同时，要关注区域间数字化发展的不均衡，加强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制造

业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降低数字技术创新成本，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协同性特征，帮

助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企业实现后发赶超。

第二，重视国有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我国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极为关键，而国有制造业企业大多处于关乎我国国民

经济命脉与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与行业。因此，要重视国有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加快实现

国有制造业企业的智能化、数字化升级，努力使其成为我国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排头兵，推

动我国制造业企业升级进程，早日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第三，推进基础设施体系的数字化转型，缩小区域间数字化水平差距。仅依靠企业自身加大

研发力度来提高数字技术水平远远不够，这在短期内反而会给企业带来高昂的成本费用。基于

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新发展理念，在产业外部环境方面，要加大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

力度，尽快完成新型基础设施的系统布局和基础设施体系的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

供更好的外部环境；同时，要促进协同创新，为企业、产业链和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最终助力制造业企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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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one of the core growth poles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ith the real economy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engine to pro-
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New generation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cloud computing, and blockchain, are the core key technolog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infra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ational use of these digital technologies by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real economy is a key step towards the rapid digital trans-
form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ith the real eco-
nomy. So, what is the specific mechanism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the TFP of manufacturing
firms? What kind of heterogeneity exists in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due to differ-
ences in industries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se questions will help to clarify
the role played by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the TFP of manufacturing firms,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ith the re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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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heterogeneou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adjusting excessive
concentration of customer resources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enterprises with lower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younger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with higher location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and non-state enterprises. The
extension study finds that the adjustmen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lso restricted by the nature of major cus-
tomers. When major customers are affiliated enterprises or listed enterprises, the rol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ill be weakened.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other technologies,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like ar-
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loud computing can more effectively reduce the concentration of enterprise customer
resources and avoid over-dependence on major customer resources. This paper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re-
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market micro-subject structure, and provides em-
pirical evidence for predicting the trend of enterprise customer restructuring and policy formulation dur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ustomer resources； concentration； major customer

（责任编辑　石　头）

 

（上接第 109 页）

In order to clarify whether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n promote the TFP of manufacturing firms and
the specific mechanism involved, this paper uses patent data and corresponding financial data of A-share lis-
ted companies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08 to 2019 to reveal the
specific mechanism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the TFP of manufacturing firms using panel fixed-ef-
fects model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baseline regression, we find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n
provi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FP, and the results remain consistent after the endogeneity and stability
tests.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conduct a heterogeneity analysis, discussing separately how the impact of di-
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the TFP of manufacturing firms varies by ownership, by region, and by in-
dustry digitalization degree. Although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lso helps manufacturing firms to im-
prove their TFP b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nhancing their innovation efficiency,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will lead to an increase in the operating costs of enterprises in the short term and
hinder the TFP promotion of manufacturing firms.

There are two possibl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First, compared with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uses di-
gital technology patent data to measure the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which provides a more
stable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further empirical analysis. Second, this paper explor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im-
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the TFP of manufacturing firms, which provides certain new ideas for
future related research.

Key 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patent；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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